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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收制度对家庭经济不平等的调节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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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 CFPS 数据库，借鉴社会福利和相对剥夺的理论，对家庭收入、消费和财产三个维度组成

的经济不平等进行了测度，并结合经济不平等的内涵对税制进行重新分类，对税收调节经济不平等的

作用机制和实际效果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当前税制对经济不平等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其中消

费类税收的调节力度最大，收入类税收次之，最后是财产类税收；税收对中间及以上福利阶层的调节

较为显著，对城市家庭的调节力度高于农村。基于上述结论，建议从多维度持续关注经济不平等，强

化税收统筹设计；充分提高收入类税收的累进性，强化公平调节功能；进一步完善消费类税收，助力

消费优化升级；重视对财产不平等的调控，规范和完善财产税制度；加强相关部门的密切协作，提高

税收征管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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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

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

将显著缩小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作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远景目标。可以发现，居民生活水平方面

的不平等已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当

前居民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追求

目标也从单一的收入转变为整体生活福利水平，

因此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问题也具有了多维性特

征。收入基尼系数是衡量居民贫富差距的传统方

式，但其反映的仅是收入单个维度的差距，已经

不能满足当前研究和测度的需要，如何从多个维

度科学衡量和测算不平等是当前学界亟待解决 

的问题。为此，本文选取经济不平等作为研究对

象。所谓“经济不平等”，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阿

瑟·奥肯的理解，指的是“家庭在维持生活水平

方面的差距”[1]，包括收入、消费和财产等可以

用货币衡量的要素，与经济福利相对应。《中国

民生发展报告 2015》显示，近 30 年来中国居民

收入基尼系数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 0.3 左右上

升到现在的 0.45 以上，而家庭财产基尼系数从

1995 年的 0.45 扩大到 2012 年的 0.73，财产不平

等问题日趋严重。经济不平等的扩大既不利于社

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也不利于整体福利水平的提

升。为有效解决分配问题，防止经济不平等的进

一步扩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完

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

节力度和精准性”，因此，税收制度需要立足于

经济循环的各个环节，充分发挥宏观治理功能，

调控收入分配。 
                                  

收稿日期：2021−03−05；修回日期：2021−04−2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财税政策研究”(20AZD078)；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团队项目

“经济波动与税收收入波动同步性研究”(IFYT17033) 
作者简介：李华，山东安丘人，经济学博士，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财税理论与政策；蔡倩，山

东青州人，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税收理论与政策，联系邮箱：sducaiqian@163.com



经济学研究                            李华，蔡倩：中国税收制度对家庭经济不平等的调节效应研究 

 

129

 

    目前，在税收调节经济不平等的各个方面，

国内外学者均进行了程度不等的研究。关于税收

调节收入不平等，国外学者一是构建累进性指数

衡量税收对收入不平等的调节力度，提出了 MT

指数、Kakwani 指数、Suits 指数和 KP 指数等[2−5]；

二是通过模拟测算的方式，对政策改革的收入分

配效应进行分析，如 Pestel 和 Sommer 基于德国

IZAΨMOD 模型，对降低个税和社保缴费占比、

提高增值税占比的政策改革情况进行模拟，研究

表明提高间接税比重恶化了收入分配[6]。国内学

者一方面借鉴累进性指数，对我国税收调节收入

不平等的效应进行了测算，研究认为我国间接税

具有累退性，个人所得税虽然表现为累进性，但

由于其规模较小，使得当前税制整体是累退   

的[7−10]。此外，我国学者还构建税制结构与收入

不平等实证模型，对二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一部分学者采用计量模型的方式进行研究，如储

德银和迟淑娴建立个体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

分析商品税和所得税对收入不平等的调节作  

用[11]；另一部分学者则是构建微观模型，如解垩

将 CGE 模型与微观模拟结合[12]、刘元生等构建

新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模拟政策调整的再分配

效应[13]。 

在税收调节消费不平等方面，国外学者凯恩

斯指出，税收是刺激消费的重要手段，可通过减

税政策或累进税制对消费进行调控[14]。Blundell

等分析了收入冲击对消费不平等的贡献程度，并

指出税收和转移支付对永久性收入冲击所带来

的消费不平等差距具有平滑机制，有利于防止消

费差距的进一步扩大[15]。Brzozowski 等研究发现

税收和转移支付可以弱化收入不平等，使消费不

平等水平保持相对稳定[16]。此外，部分学者对税

收影响消费的机制进行了梳理，大致包括收入、

价格、心理和供给效应等渠道[17−18]。 

关于税收调节财产不平等方面，斯蒂格利茨

在《不平等的代价》中认为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

原因除了市场力量外，主要是政府政策导致的，

为富人提供补贴和漏税避税的法规使得公共政

策偏向富人[19]。Kaymak 和 Poschke 指出 20 世纪

中叶之后，美国通过免税、下调边际税率和顶层

税率等方式降低对公司所得和房地产的课税力

度，这一政策使得税制累进性大幅下降，扩大了

居民之间的财富差距[20]。我国对财产不平等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财产不平等水平的测算层面[21−23]，

近期有学者开始研究政策对财产不平等的影响，

如吴开泽[24]、李涵和张昕[25]分别研究了城市住房

市场化改革和住房公积金信贷宽松政策对住房

不平等的影响机制，但分析税收调节财产不平等

的文献较为欠缺。 

通过梳理文献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对税收调

节经济不平等整体效应的分析较少，大多关注的

是税收调节经济不平等的某个方面。其中关于税

收调节收入和消费不平等的研究相对充分，对财

产不平等的研究相对薄弱。研究视角的单一性有

利于研究的深入，但同时也存在片面性问题，容

易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困境，对政策

制定的指导性意义不足。经济不平等问题归根到

底是一个全面、综合和多维不平等的问题，改善

经济不平等需要形成完善的税收治理体系，建立

切实有效的调控机制。为此，本文基于中国家庭

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多维视角定义经济不平

等，并对税制进行重新分类，以探究税收对经济

不平等的调节效应。 

本文的主要创新和可能的贡献体现在两方

面，一是利用社会福利和相对剥夺的理论，对居

民家庭层面的经济不平等进行测度，并考虑了维

度间的相互作用，有助于避免目前研究只关注收

入不平等的片面性，使得测度结果能够更加全

面、真实地反映当前经济不平等情况，同时对经

济不平等领域的研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二是结

合经济不平等的内涵对税制进行重新分类，探讨

税收对经济不平等的调节效果，同时从不同社会

福利阶层和城乡不同地区角度研究税收调节经

济不平等的异质性，能够为未来税收政策改革提

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二、研究方法与理论基础 
 

(一) 税类的重新划分 

税收制度的功能和作用相对丰富，治理经济

不平等是其重要的调节功能之一。如果将税源基

础和经济不平等的内容相对应，税收大致可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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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收入类税收、消费类税收和财产类税收三类，

具体内容如表 1 所示。其中，收入类税收的课征

对象是家庭成员凭借自身人力资本，通过工作和

劳动等方式取得的各种流量收入，包括工资薪

金、劳务报酬、稿酬等，对应到我国的税收制度，

收入类税收主要涉及个人所得税。消费类税收的

课征对象是家庭成员为满足日常开销所购买和

使用的各种消费品和服务，包括衣食住行、文教

娱乐、医疗保健和其他消费性商品。由于消费涉

及的范围较为广泛，理论上消费类税收的组成税

种也相对较多，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关税和烟叶税等，其

中前四个税种占消费类税收的 95%左右[9]，为计

算方便，本文选取这四个税种代表消费类税收。

财产类税收的课征对象是收入存量，即家庭财

产，所涉及的税收可以按照课税环节进行梳理，

一是财产购买环节，如购车、购房时需要缴纳汽

车购置税和印花税、契税；二是财产持有环节，

如拥有车船的家庭需要缴纳车船税，上海和重庆

地区部分拥有房产的家庭需要缴纳房产税，对外 

表 1  基于经济不平等划分的税制结构 

税收 

分类 
课税对象 我国税制对应的税种 

收入类

税收 
各种形式的所得 个人所得税 

消费类

税收 

日常生活所需

消费品和服务

增值税、消费税、 

营业税(已停征)、 

城市维护建设税、 

资源税、关税和烟叶税

财产类

税收 

房产、土地、

汽车等资产 

房产税、营业税(已停征)、

车船税、车辆购置税、

印花税、契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出租房屋获取租金需要缴纳营业税(后为增值

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三是财产转让环

节，如出售房屋需要缴纳营业税(后为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契税等。 

 (二) 税收参与经济循环的路径分析 

参考马斯格雷夫[26]提出的资金流动体系，本

文梳理了税收参与经济循环的过程，并在图 1 中 

 

 

图 1  税收参与经济循环流程图 

注：箭头表示货币流向，虚线框表示已经取消的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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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列示。在经济循环过程中，居民部门主要通

过三个渠道获得初始收入，一是通过在劳动要素

市场上提供劳动力，获得工资性收入；二是通过

在资本要素市场上提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

获得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三是通过第三方

获得无偿捐助，如社会公益部门的捐赠和家庭内

部的财产转移。此外，针对经济困难的家庭，政

府发放补助和补贴对其进行救助，居民部门获得

政府转移性收入，与初始收入一起构成全部   

收入。 

政府根据收入来源和性质，对工资性、经营

性和财产性收入课征个人所得税，扣税后的收入

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对于可支配收入，居民部门

一是将其用于消费，所购买产品和服务内含增值

税、消费税、营业税(已停征)等消费类税收；二

是将其用于家庭储蓄与购买资产，在资产持有或

使用阶段征收车船税、车辆购置税、房产税等财

产类税收；三是用于投资，资金投入到企业部门

或者流入资本要素市场。 

(三) 税收调节经济不平等的作用机制分析 

对于收入流量，政府在获取收入环节按照收

入来源和性质课征个人所得税，其对收入差距的

调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税率设计上，个

人所得税通过实行累进税率，加强对高收入者的

调控；二是在费用扣除方面，以基本费用扣除保

障人们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费用，维护了低收入

者的基本权利，以专项附加扣除区分不同群体的

生活负担，通过费用扣除的方式，减轻纳税人的

负担；三是在课税性质方面，由于个人所得税不

可转嫁，课征的税收由收入获得者直接负担，由

此影响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对于消费支出，政府主要在居民消费环节和

企业生产环节课税，通过对普通商品、特殊商品

和进口产品分别课征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等，

实现对消费支出的调控。税收主要通过三种作用

途径对消费产生影响。一是价格机制。税收通过

作用于商品的绝对价格和相对价格对消费产生

影响。增值税和消费税发生于商品生产和流转环

节，其作为价内税提高了商品价格，由此降低消

费需求。此外，一般来说，不同类型商品的课税

强度差异，也会引起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发生变

化，使得消费者在不同商品间进行选择和替代，

从而影响消费者的消费结构。二是财政机制。税

收的存在虽然降低了居民收入、提高了商品价

格，但税收也构成财政收入来源，影响财政支出

规模，进而又反作用于消费。在收入端，通过转

移支付的方式，向低收入者倾斜，通过低保、补

贴等方式改善其收入水平；在消费端，通过影响

教育、医疗等公共品的供给水平，改善居民消费

环境。三是心理预期机制。一方面不同形式的税

收所带来的税感不同，影响和改变着居民的消费

心理和心理预期。一般来说，所得税带来的“税

感”相对强烈，容易被居民感知和察觉，对消费

产生负向影响；另一方面，税收的开征使得消费

者预期未来收入减少，在当期倾向于增加储蓄，

减少消费。 

对于财产存量，政府主要在财产保有和转让

环节课税。在财产保有环节，课税对象包括动产

和不动产，涉及房产税、车船税等，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实现对存量财富的调控，这主要是由于收

入与存量财富往往具有正相关性，财产税的纳税

人主要是高收入群体，在税负无法转嫁的情况

下，实现对此类人群的调控。在财产转让环节，

对于有偿转让的财富而言，部分国家以财产价值

为依据，按照比例或累进税率课税，如证券交易

税、外汇交易税、不动产交易税等，所涉及的税

收无法进行税负转嫁，有利于控制财产转让环节

引起的贫富差距。对于无偿转让的财富而言，遗

产税和赠与税等是调节存量财富在居民中转移

的重要工具。其中遗产税以被继承的遗产作为课

税对象，目前英国、法国、德国、韩国等国家已

经开征，这主要是考虑到遗产的继承与劳动能力

等个人禀赋无关，此种形式的财富积累容易扩大

代际间财富分布差距，遗产税的直接税属性使得

遗产税税负无法转嫁，且德国、日本、法国等大

部分国家实行超额累进税率[27]，有利于防止财富

的过度积累与集中，促进财富分配的公平。此外，

遗产税中一般设置慈善捐赠抵扣额，能从一定程

度上激励个人慈善捐赠，以推动慈善事业的发

展，促进社会公平。为了规避遗产转移的偷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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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部分国家开征赠与税，有效防止财产所有

人赠与、转移和过继财产。 

综合来看，税收覆盖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

其对经济不平等的调节机制可以按照税类进行

梳理(如图 2 所示)。可以发现，不同类别的税收

通过其特定的政策内容，作用于不同的课税对

象，如收入类税收主要用于调节收入，消费类税

收主要用于调节消费，财产类税收主要用于调节

财产。由此一来，系统化的税收制度与经济不平

等的多维内容相契合，这使得税收治理更加全面

化，并且可以有效锁定经济不平等问题，进一步

实现税收治理的精准化。 
 

 

图 2  税收调节经济不平等的作用机制 

 

三、实证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 
数据来源 

 

(一) 实证模型设定 

为研究税收对经济不平等的调节作用，本文

建立实证模型如下： 
 

0 1 2 3it it it itInequality IT CT PT         
2

4 5 6 7it it it itEdu Health Age Age        
8 9 10it it it itGDP Exp Admin           (1) 

 
其中，Inequalityit表示家庭 i 在 t 时期的经济不平

等水平，IT 表示收入类税收，CT 表示消费类税

收，PT 表示财产类税收，Edu 表示居民受教育水

平，Health 表示居民健康程度，Age 表示居民年

龄，Age2表示居民年龄的平方项，GDP 表示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Exp 表示地区民生支出水平，

Admin 表示税收征管水平，εit为扰动项。 

(二)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选取经济不平等为被解释变量。本文的经济

不平等包括收入、消费和财产三个方面，对应经

济福利的内容，因此本文将三个维度的不平等纳

入社会福利的统一分析框架之下，以家庭为单位

进行测度。参考 Decancq&Lugo[28]的做法，假设

居民 i 拥有 k 种要素，xij表示居民 i 持有第 j 种要

素的情况，wj为各类要素所占的权重，wj>0, j=1,  

2, …, k 且
1

1
k

j
j

w


 ，那么居民个体的福利水平可

以用柯布−道格拉斯的形式进行表示： 
 

 
1

j

k
w

i ij
j

W x x



               

(2) 

 
式(2)考虑了要素维度间的相互作用。假设家庭持

有收入 xA、消费 xB 和财产 xC 三种要素，三种要

素的权重分别为 wA、wB和 wC，那么 wA+wB+wC=1。

居民福利水平可以表示为： 
 

  CA B ww w
A B CW x x x x

              
(3) 

 
福利函数的交叉偏导 WAB可以表示为： 

 
  1A CBw ww

A A B C

AB
B A B

w x x xW
W

x x x

  
       

 

( 1) ( 1) 0CA B ww w
A B A B Cw w x x x           (4) 

Tsui[29]和 Naga 和 Geoffard[30]认为，若交叉偏

导数 WAB=0，意味着要素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

若交叉偏导数 WAB>0，那么意味着两种要素 xA和

xB之间具有正向的相互转化关系，即居民在某一

要素维度的高水平将导致另一要素维度的高水

平。类似地，我们还可以得到 WAC>0，WBC>0，

表明要素 xA和 xC、要素 xB和 xC之间存在正向相

互转化关系。因此，当福利函数的形式如式(2)

所示时，两两要素之间均存在相关关系。综上所

述，式(2)除包含了要素水平外，还考虑了维度间

的相互作用，可以用作衡量由收入、消费和财产

组成的经济福利水平。 

在参数设置上，收入水平用家庭人均收入额

来表示，消费水平用家庭人均消费额来表示，财

产水平用家庭人均净资产额来表示。这主要是考

虑到家庭人口规模可能带来的资源禀赋差异，故

参考部分学者[31−33]的处理方式，将家庭总体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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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消费和财产水平除以家庭人口数量得到人均

值。关于要素权重的设置，目前有多种设定方式，

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等权重的方式[28]，因此本

文将收入、消费和财产的权重统一设置为 1/3。 

就个体福利不平等的程度而言，本文基于相

对剥夺的概念构建测度指标。传统测度不平等的

指标包括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这类指标反映

了群体整体的不平等情况，但忽视了个体对于 

贫富差距的感知差异。近年来，部分学者[34−35]

基于相对剥夺理论，测算个体收入不平等。

Runciman[36]认为相对剥夺来源于个体在群体内

向上的比较，将自己与社会经济地位比自己好的

个体相比，发现自己处于相对劣势的状态，认为

自己受到了不公平，产生一种被剥削的感觉。常

用衡量指标为 Yitzhaki 指数、Podder 指数和

Kakwani 指数等，其中 Kakwani 剥夺指数具有无

量纲性的优点，故本文选取该指数进行测算。根

据Kakwani[37]、Chakravarty[38]和Deaton[39]的研究，

Kakwani 剥夺指数 RD(Relative Deprivation)的度

量方式为： 
 

   
1

1
,

n

k i k
i kw

RD W W W W
n  

  
 

[( ) / ]
k kW W k WW    

         
(5) 

 
Wi 和 Wk 为个体 i 和 k 的福利水平，其中

i=k+1，n 为样本数量，将个体福利按照从小到大

的顺序排列，那么 Wi>Wk。μw是群组中所有被调

查样本福利的平均值，
kW

 是群组中福利超过 Wk

的被调查样本福利的均值，
kW

 是福利中超过 Wk

的样本占总样本的比重。RD 的取值范围为[0,1]。

由此一来，Kakwani 剥夺指数可以实现对居民收

入、消费和财产三个维度所组成的经济福利不平

等的测度。 

2. 解释变量 

(1) 收入类税收。收入类税收主要包括对各

收入类型所课征的个人所得税。为消除家庭人口

规模的影响，本文将家庭所有成员缴纳的个人所

得税之和除以家庭人口数量得到人均值。收入类

税收的具体测算过程可以分为三步。 

首先，计算家庭成员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

税。基于成人库中的工作收入数据，参考刘蓉和

林志建[40]的做法，将收入来源划分为基本工资、

劳务报酬和年终奖三部分。由于所获得的数据为

税后收入，需要根据税制推算应纳税额。其次，

计算家庭财产性收入所缴纳的税收。基于家庭库

中的税后财产性收入，推算出应纳税额。最后，

根据家庭代码 fid 对同一家庭内的成员所负担的

收入类税收进行加总，并除以家庭人口数量得到

人均收入类税收。 

(2) 消费类税收。消费类税收指的是在消费

环节居民所负担的税收，主要包括增值税、消费

税、营业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本文以家庭人均

消费类税收水平作为衡量标准。为测算居民所负

担的消费类税收，本文首先假定税负完全向前转

嫁，即居民在消费过程中承担各种消费类税收。

其次，参考张楠和彭海斌[9]的做法，获取各行业、

各间接税税种的实际税率，并将家庭消费支出与

行业分类相对应，计算家庭实际所负担的税收金

额。最后，根据家庭人口数量，计算家庭人均承

担的消费类税收。 

(3) 财产类税收。财产类税收指的是在财产

持有和使用环节居民所负担的税收，考虑到数据

的可获得性，本文主要对车辆购置税和房产税进

行了测算，以家庭人均财产类税收水平作为衡量

标准。 

车辆购置税是纳税人在购置车辆环节需要

缴纳的税种，其计算方式为车辆购置税=购车价

格(含税价)/1.17×10%，本文选取问卷调查中的

汽车购置费作为购车价格，计算当年所缴纳的车

辆购置税。 

房产税的纳税人是房产产权所有人，目前在

上海和重庆地区试点实行房产税。对于重庆家庭

而言，本文对照房产税起征点标准，对当年取得

房产的家庭进行筛选，发现房价均低于起征点，

即 2010—2016 年无房产需要征税，这可能是由

于调查对象未能覆盖超高资产人群所致。对于上

海家庭而言，本文筛选具有两套以上房产和当年

有新购入房产的家庭，通过计算房产均价确定征

税标准，核算年应纳房产税税额。 

3. 控制变量 

(1) 居民受教育水平。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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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重要途径，有助于提高居民的收入获取能

力，并进一步影响居民的消费和投资决策，作用

于经济不平等的多个维度。本文选取户主(财务回

答人)的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受教育水平。 

(2) 居民健康水平。居民健康水平一方面影

响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性，从而影响居民获

取收入的能力；另一方面，健康程度的差异也对

消费行为产生影响，如健康程度较低的居民需要

将一部分资金用于医疗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挤占

了其他消费。本文将户主(财务回答人)的健康状

况作为衡量健康程度的指标。 

(3) 居民年龄。随着年龄的增加，居民的人

力资本水平和价值取向也会发生改变，获取收

入、财产和进行消费的能力也将有所变化，从而

影响居民要素持有水平和结构。本文将户主(财务

回答人)的年龄作为判断居民年龄的指标。同时，

考虑到年龄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

的，本文引入了年龄的平方项作为控制变量。 

(4)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是地区经济运行环境和实力的综合体现。一般来

说，经济发展繁荣的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对

劳动力的需求较大，可以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

影响居民收入水平。此外，经济发展繁荣的地区，

消费水平相对较高，消费类别也相对多样。本文

选取人均 GDP 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5) 地区民生支出水平。刘尚希认为人力资

本的积累一方面来源于个人和家庭自身的努力，

另一方面来源于政府在教育、培训和医疗等方面

提供的公共服务[41]。本文参考蔡倩和李华[42]的研

究，选取教育、医疗、社保、文化和住房保障五

项财政支出作为民生支出的内容，以人均民生支

出作为衡量民生支出水平的指标。 

(6) 税收征管水平。税收征管是税收政策实

际运行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涉及税源监管、税款

征收、税务稽查等多个方面。任何环节的疏漏都

可能会导致税收的流失，因此在既定税制的条件

下，税收征管水平影响税收对经济不平等调节作

用的发挥。本文选取人均征税额作为衡量地区税

收征管水平的指标。 

(三)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 CFPS 数据库、《统计年

鉴》和《税务年鉴》。为满足数据的可获得性和

连贯性，本文选取在 CFPS 调查中持续存在的家

庭样本，共获得 4634 个家庭 2010、2012、2014

和 2016 共 4 年的数据
①
。 

由于变量的数量级差距较大，如收入、消费

和财产类税收以元为单位，而经济发展水平、人

均征税额和民生支出水平的取值则可能高达万

元级别，如果对数据直接计算，结果会出现较大

误差。为消除差异，本文对税收类变量和地区特

征变量取自然对数后进行回归，如此一来回归系

数也可以看作弹性系数。本文所选变量的具体含

义和处理说明见表 2。 

表 3 为样本变量的基本情况。被解释变量经

济不平等指标的均值为−0.909 1，标准差为  

0.768 9，表明我国经济不平等水平存在差距。就

税收而言，不同类别税收收入的标准差存在差

异，其中收入类税收的标准差最大，为 1.999 6；

其次是财产类税收的标准差，为 1.647 6；再次是

消费类税收的标准差，为 0.991 6。就各控制变量

而言，居民的年龄、受教育水平和健康程度的标

准差较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民生支出水平和

税收征管水平的标准差相对差异较小。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 

因被解释变量取对数后均为负值，本文采用

Tobit 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相关参数估

计值如表 4 所示。税收为核心解释变量，各种类

型税收的系数均为负值，表明税收确实在缩小不

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收入类税收(IT)

的系数为−0.028 5，通过置信度 1%的显著性检

验，意味着我国当前收入类税收每增长 1%，不

平等程度降低 0.0285%。究其原因，我国收入类

的税收以个人所得税为主，而个人所得税为累进

税制，体现了税收量能负担的原则，即收入越高，

适用的税率越高。2011 年个税改革上调了基本费

用扣除标准，降低了中低收入级次的税率，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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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定义 变量处理 

经济不平等 Inequality 
收入、消费和财产三个维度 

共同组成的经济不平等 
原始数据取对数 

收入类税收 IT 基于个人收入课征的税收收入 将原始数据加 1 后取对数② 

消费类税收 CT 基于个人消费课征的税收收入 原始数据取对数 

财产类税收 PT 基于个人财产课征的税收收入 将原始数据加 1 后取对数② 

受教育水平 Edu 户主受教育年限 − 

健康水平 Health 户主健康水平 − 

年龄 Age 户主年龄 − 

年龄平方 Age2 户主年龄的平方 − 

经济发展水平 GDP 人均 GDP 原始数据取对数 

民生支出水平 Exp 人均民生支出 原始数据取对数 

税收征管水平 Admin 人均征税额 原始数据取对数 

 

表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nequality 18 532 −0.909 1 0.768 9 −8.709 6 −0.001 3 

IT 18 536 1.036 9 1.999 6 0 10.805 4 

CT 18 536 6.831 5 0.991 6 0.083 7 10.606 9 

PT 18 536 0.614 1 1.647 6 0 9.969 7 

Edu 18 536 7.058 2 4.734 0 0 18 

Health 18 536 3.116 5 1.278 3 1 14 

Age 18 536 49.883 0 13.572 6 15 91 

Age2 18 536 2 672.524 0 1 378.325 0 225 8281 

GDP 18 536 10.584 9 0.452 0 9.490 1 11.679 5 

Exp 18 536 8.156 7 0.398 1 7.356 4 9.359 3 

Admin 18 536 6.232 3 0.728 9 5.030 6 8.495 6 

 

了低档税率适用范围，有利于降低中低收入群体

的纳税负担，纳税主体向高收入群体移动，对调

节社会收入差距具有一定作用。但由于缴纳收入

类税收的纳税人数量有限，所调查的样本中仅有

10%的居民和 18%的家庭缴纳收入类税收，因此

税收收入总额较少，促进公平的效果受到限制。 

消费类税收(CT)系数为−0.246 8，通过了置

信度 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消费类税收每增长

1%，经济不平等将减少 0.2468%，即消费类的税

收有利于经济不平等的缩小，这与以往间接税累

退性的结论相反。究其原因，一是传统的累进性

测度主要以收入不平等的变化情况为依据，而经

济不平等则包括收入、消费和财产三个方面，因

此消费类税收虽然对收入不平等的调节效果表

现为累退，但对经济不平等的调节作用较为有

效；二是消费类税收的征税范围较广，几乎全民

纳税，税收规模较大，税收的调控力度得到了保

障。其中，高收入群体的支出水平较高，且对高

档奢侈品的消费较多，因此被转嫁的增值税等消

费类税收增加，而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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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税收调节经济不平等的实证结果 

类别 影响因素 变量名称 系数 

核 

心 

解 

释 

变 

量 

收入类税收 IT 
−0.028 5***

(0.001 6) 

消费类税收 CT 
−0.246 8***

(0.004 9) 

财产类税收 PT 
−0.020 7***

(0.002 0) 

控 

制 

变 

量 

受教育水平 Edu 
−0.052 9***

(0.003 9) 

健康水平 Health 
−0.035 2***

(0.001 4) 

年龄 Age 
−0.013 0***

(0.002 7) 

年龄平方 Age2 
0.000 1*** 

(0.000 03) 

经济发展水平 GDP 
0.242 7*** 

(0.030 8) 

民生支出水平 Exp 
0.606 2*** 

(0.016 6) 

税收征管 Admin 
−0.535 2***

(0.019 0) 

常数 
−2.588 5*** 

(0.215 1) 

Prob>chi2 0.000 0 

N 18 532 

注：***、**、*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

内为标准误。下同 
 

且购买的大多为低税或免税的廉价商品和必需

品，如此一来，有助于增强消费类税收调节不平

等的效应。 

财产类税收(PT)的系数为−0.020 7，通过了置

信度 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财产类税收每增长

1%，经济不平等将减少 0.0207%。这主要是由于

财产类税收的课税对象较为特殊，纳税人往往是

高收入、高消费、高资产净值人群，属于课税的

重要目标群体，加之财产类税收的税率相对较

高，税负难以转嫁，由纳税人承担，对财产差距

的缩小具有调节作用。然而，由于针对财产类课

征的税收总额有限，相较于消费类税收，财产类

税收的系数相对较小，其对经济不平等的调节作

用有限。 

就控制变量而言，家庭特征中受教育水平和

健康水平的系数为负，意味着提高受教育和健康

水平有利于降低经济不平等，这主要是由于教育

和健康是影响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其中健康是

基础性的人力资本，是其他人力资本的载体和前

提，教育则可以在身体健康的基础上通过知识积

累和职能培训进一步提升劳动能力。年龄的系数

为负值，平方项为正值，表明年龄与经济不平等

间可能存在“U 型”关系，在约 59 岁时不平等

程度最低，这可能是由于样本家庭户主大多为男

性；在 60 岁退休前家庭累积的收入和资产水平

达到高峰，在社会群体中的福利位次相对靠前，

退休后收入下降，而消费水平变动不大，投资和

储蓄受限，福利水平下降，不平等程度上升。地

区特征中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民生支出水平的系

数为正，分别为 0.242 7 和 0.606 2，表明提高经

济发展水平和民生支出水平将会扩大不平等，其

原因可能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往往拥

有丰富的就业机会和成熟的市场环境，人力资本

水平较高的居民具有竞争优势，他们获取收入的

渠道较宽，消费水平和层级较高，资产增值较快，

拉大了与低收入人群的差距；民生支出则具有城

乡二元结构的差异，城市拥有较好的教育、医疗

和卫生条件，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则相对薄弱，

民生相关的投入在城镇地区的效果更加明显，由

此一来，使得城乡和地区差距扩大；税收征管水

平的系数为−0.535 2，表明在当前的税制情况下，

强化税收征管有利于调节经济不平等，这主要是

由于我国当前的纳税群体主要是中高收入阶层，

加强税收征管力度是实现纵向公平的重要保障。 

(二) 稳健性检验 

为保障回归估计结果的稳定性，本文将被解

释变量数据进行分类，参考杨晶等[43]将不平等按

程度分为“轻微剥夺[0,0.2]、一定剥夺(0.2,0.4]、

较强剥夺(0.4,0.6]、严重剥夺(0.6,0.8]和极度剥夺

(0.8,1]”，采用有序 Probit 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分

析，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从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当前我国

税收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显著为负，各类税收对

不平等有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其中消费类税收

的调节效果最强，其次是收入类税收，最后是财

产类税收。就控制变量而言，受教育、健康水平

和税收征管的系数显著为负，经济发展水平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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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支出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年龄与不平等之间

存在“U 型”关系。通过对比表 4 和表 5 可以发

现，将被解释变量经济不平等更换为分类变量

后，回归系数方向和显著性与基准模型的回归结

果基本吻合，表明实证结果稳健。 

 

表 5  稳健性检验 

类别 影响因素 变量名称 系数 

核 

心 

解 

释 

变 

量 

收入类税收 IT 
−0.077 8***

(0.005 1) 

消费类税收 CT 
−0.865 6***

(0.015 7) 

财产类税收 PT 
−0.034 6***

(0.006 5) 

控 

制 

变 

量 

受教育水平 Edu 
−0.143 1***

(0.011 2) 

健康水平 Health 
−0.096 1***

(0.003 8) 

年龄 Age 
−0.038 6***

(0.007 3) 

年龄平方 Age2 
0.000 4*** 

(0.000 1) 

经济发展水平 GDP 
0.312 4*** 

(0.080 3) 

民生支出水平 Exp 
1.808 7*** 

(0.049 5) 

税收征管 Admin 
−1.093 3***

(0.050 9) 

Cut1 
0.864 1*** 

(0.588 0) 

Cut2 
2.528 2*** 

(0.588 9) 

Cut3 
3.973 5*** 

(0.589 6) 

Cut4 
5.692 8*** 

(0.590 5) 

Prob>chi2 0.000 0 

N 18 536 

 

(三) 异质性分析 

不同福利阶层获取收入、进行消费和持有财

产的能力和偏好存在差异，税收对不同社会阶层

的调控力度可能也有所差别。本文将样本按照福

利水平从低到高的顺序进行排列，并平均分为五

组，其中处于最低 20%的群体为低福利阶层，以

此类推，依次为中间偏下福利阶层、中间福利阶

层、中间偏上福利阶层和高福利阶层。本文对税

收调节不同福利阶层的效应进行测算，回归结果

如表 6 所示。 

从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税收对不同福利阶层

的调节效应和力度不尽相同。收入类税收对各福

利阶层不平等具有负向影响，其中对低福利阶层

和中间偏下福利阶层的影响不显著，对中间及以

上阶层的影响较为显著，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

验。且随着福利水平的上升，收入类税收调节不

平等的效应也随之增强，如收入类税收对中间、

中间偏上和高福利阶层不平等的系数分别为

−0.003 1、−0.008 1 和−0.039 7，这一结果符合我

国当前收入类税收的政策导向，即通过基本费用

扣除设置应税收入门槛，使中低收入者无需纳

税，通过超额累进税率提高对高收入者的课税力

度，从而实现税收纵向公平。 

消费类税收对各福利阶层的影响具有差异。

对低福利阶层而言，消费类税收调节不平等的系

数为−0.028 6，并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

消费类税收的增加有利于缓解低福利阶层的不

平等。消费类税收对高福利阶层不平等的调节力

度最大，影响系数为−0.298 0，其原因包括两方

面，一是高福利阶层的消费水平较高，相应负担

的消费类税收较多；二是高福利阶层对贵重首

饰、游艇、手表等的消费倾向较高，此类产品往

往消费税税率较高，能有效提升消费类税收收

入，有利于实现消费类税收对高福利阶层的   

调控。 

财产类税收对各福利阶层不平等的调节方

向为负，与收入税类似，财产税对低福利阶层和

中间偏下福利阶层的影响不显著，对中间及以上

福利阶层的影响较为显著，且样本所处福利阶层

越高，财产类税收调节不平等的效应越强，对中

间、中间偏上和高福利阶层不平等的系数分别为

−0.004 0、−0.006 5 和−0.029 2，这主要是由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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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按福利水平分组的税收调节经济不平等的实证结果 

类别 变量名称 低福利阶层 
中间偏下 

福利阶层 

中间福 

利阶层 

中间偏上 

福利阶层 
高福利阶层 

核心解 

释变量 

IT 
−0.001 9 

(0.001 3) 

−0.000 6 

(0.001 0) 

−0.003 1*** 

(0.001 1) 

−0.008 1*** 

(0.001 5) 

−0.039 7*** 

(0.004 3) 

CT 
−0.028 6*** 

(0.002 0) 

−0.001 2 

(0.002 5) 

0.012 4*** 

(0.003 6) 

0.010 4* 

(0.005 9) 

−0.298 0*** 

(0.017 7) 

PT 
−0.000 3 

(0.001 5) 

−0.001 1 

(0.001 3) 

−0.004 0*** 

(0.001 5) 

−0.006 5*** 

(0.002 0) 

−0.029 2*** 

(0.004 9) 

控制 

变量 

Edu 
−0.001 1*** 

(0.000 4) 

−0.001 6*** 

(0.000 4) 

−0.004 0*** 

(0.000 7) 

−0.008 0*** 

(0.001 0) 

−0.036 9*** 

(0.003 5) 

Health 
−0.006 9*** 

(0.001 3) 

−0.011 1*** 

(0.001 4) 

−0.014 0*** 

(0.002 2) 

−0.027 3*** 

(0.003 6) 

−0.090 0*** 

(0.012 5) 

Age 
−0.002 2*** 

(0.000 8) 

−0.000 5 

(0.000 8) 

0.000 8 

(0.001 3) 

0.001 6 

(0.001 9) 

−0.019 0*** 

(0.006 6) 

Age2 
0.000 03*** 

(7.45×10−6) 

0.000 01 

(7.97×10−6 

−0.000 01 

(0.000 01) 

−0.000 03* 

(0.000 02) 

0.000 1* 

(0.000 1) 

GDP 
−0.002 4 

(0.008 1) 

0.039 1*** 

(0.008 5) 

0.092 3*** 

(0.013 5) 

0.252 9*** 

(0.021 4) 

0.748 9*** 

(0.081 3) 

Exp 
0.144 9*** 

(0.005 4) 

0.274 4*** 

(0.005 8) 

0.451 1*** 

(0.009 3) 

0.614 1*** 

(0.014 8) 

1.031 1*** 

(0.049 0) 

Admin 
0.021 4*** 

(0.006 3) 

−0.015 3** 

(0.006 5) 

−0.083 6*** 

(0.009 4) 

−0.256 3*** 

(0.013 1) 

−0.908 3*** 

(0.041 0) 

常数 
−1.281 2*** 

(0.067 8) 

−2.958 7*** 

(0.072 8) 

−4.863 0*** 

(0.113 5) 

−7.076 4*** 

(0.178 9) 

−8.918 2*** 

(0.652 0) 

Prob>chi2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N 3 707 3 707 3 707 3 707 3 707 

 

国当前财产类税收主要针对存量财富征税，如房

产税主要是对二套房和高档住宅等改善性住房

课税，家庭资产规模可观和财务自由度高的富人

是重点调控对象，税收可以起到“控高”的效

果。但由于财产类税收的收入额较小，调控力度

有限，使得财产类税收调节不平等的力度弱于收

入类税收。 

就控制变量而言，受教育和健康水平调节不

平等的作用较为显著，且随着福利阶层的提升，

调节效果也随之增强；年龄对低和高福利阶层的

影响显著为负，对其他阶层的影响不显著；年龄

平方项对低福利阶层、中间偏上和高福利阶层的

影响显著，对其他阶层的影响不显著；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对低福利阶层的影响不显著，对其他福

利阶层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民生支出水平对各福

利阶层的影响为正，且随着福利阶层的提升，影

响系数也越来越大；税收征管水平对低福利阶层

的影响显著为正，对其他福利阶层的影响显著为

负，表明重点加强中高福利阶层的税收征管力度

有利于缩小不平等。 

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的城乡分类，我们分别

对税收调节城市和农村的不平等效应进行了测

算，结果如表 7 所示。可以发现，税收对城市和

农村不平等的调节效应非常显著，但调节力度存

在差异，其中我国当前的税收政策对城市不平等

的调控力度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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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按城乡分组的税收调节经济不平等的实证结果 

类别 变量名称 全样本 城市样本 农村样本

核 

心 

解 

释 

变 

量 

IT 
−0.028 5*** 

(0.001 6) 

−0.043 3*** 

(0.002 8) 

−0.015 0***

(0.001 8) 

CT 
−0.246 8*** 

(0.004 9) 

−0.321 0*** 

(0.009 6) 

−0.197 7***

(0.004 7) 

PT 
−0.020 7*** 

(0.002 0) 

−0.023 0*** 

(0.003 2) 

−0.011 4***

(0.002 5) 

控 

制 

变 

量 

Edu 
−0.052 9*** 

(0.003 9) 

−0.047 5*** 

(0.002 6) 

−0.013 8***

(0.001 3) 

Health 
−0.035 2*** 

(0.001 4) 

−0.083 9*** 

(0.007 4) 

−0.026 8***

(0.003 7) 

Age 
−0.013 0*** 

(0.002 7) 

−0.015 3*** 

(0.004 8) 

−0.015 1***

(0.002 5) 

Age2 
0.000 1*** 

(0.000 03) 

0.000 1* 

(0.000 05) 

0.000 2***

(0.000 02)

GDP 
0.242 7*** 

(0.030 8) 

0.361 9*** 

(0.061 0) 

0.056 9**

(0.026 5) 

Exp 
0.606 2*** 

(0.016 6) 

0.741 4*** 

(0.034 0) 

0.420 3***

(0.014 8) 

Admin 
−0.535 2*** 

(0.019 0) 

−0.679 8*** 

(0.031 5) 

−0.227 4***

(0.019 3) 

常数 
−2.588 5*** 

(0.215 1) 

−3.236 7*** 

(0.426 5) 

−1.508 6***

(0.191 0) 

Prob>chi2 0.000 0 0.000 0 0.000 0 

N 18 532 8 000 10 532 

 

就收入类税收而言，其对全国、城市和农村

不平等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28 5、−0.043 3 和

−0.015 0，表明收入类税收对城市居民不平等的

调节力度最大。这主要是由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

高于农村，城市居民中超过基本费用扣除标准的

个体也比较多，使得个人所得税可以通过超额累

进税率更好地在城市中发挥“控高”效应，有助

于缩小贫富差距。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大多低于

基本费用扣除标准，大多数农村居民不纳税，个

人所得税调节农村地区收入不平等的力度有限。 

就消费类税收而言，其对全国、城市和农村

不平等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246 8、−0.321 0 和 

−0.197 7，可以发现消费类税收对城市的不平等

调节力度最强，究其原因主要是与城市居民消费

水平和结构有一定的关系。首先，从消费水平上

来看，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其消费意愿

和消费支出水平也水涨船高，而消费类税收往往

是价内税，因此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

所负担的消费类税收也增加；农村居民由于自产

农副产品，部分消费需求自给自足，加之储蓄意

愿强烈，因此消费意愿和水平有限，所负担的消

费类税收较少。其次，从消费结构上来看，城市

居民对高档商品和服务有一定需求，这类支出的

消费类税率较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调节

不平等的作用。 

就财产类税收而言，其对全国、城市和农村

不平等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20 7、−0.023 0 和

−0.011 4，意味着财产税在城市地区发挥的调节

作用最强。这主要由于城市经济较为发达，居民

获取收入的能力较强，房产、车辆等财产持有水

平较高。财产税对不平等的调节方式主要包括两

种，一是按照财产价格课税，财产税的税基大多

为财产的价格，如车辆购置税以车辆购买价格作

为税基，房产税以房屋价值作为税基，那么随着

财产价格的上升，纳税人所负担的税收也就越

高，可以实现税收调节纵向公平的作用；二是限

制财产税的课税范围，如房产税的课税对象主要

是高档住宅和增量房，购买这类房产并非刚性需

求，此举是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也是财产

税重点调控的对象。 

就控制变量而言，受教育和健康水平调节不

平等的作用较为显著，且对城市居民的调节效果

更强；年龄的系数为负，年龄平方项的系数为正；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民生支出水平对城乡居民

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对城市居民的影响更为

明显；税收征管水平对城乡居民的影响显著为

负，对城市的影响程度更深。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借鉴社会福利和相对剥夺的概念，对家

庭经济不平等进行了测度，并按照相应维度对税

制进行了重新划分，以更好地分析税收对经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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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调节作用。测算结果显示，我国当前税制

对经济不平等有显著调节作用，各税类均有利于

调节经济不平等。其中，消费类税收收入规模较

大、纳税群体较为广泛，加之消费税税目和税率

的特殊性，使得消费类税收调节经济不平等效果

最好；收入类税收和财产类税收作为直接税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发挥了调节经济不平等的作用，

但受税收收入规模的影响，二者的调节力度有

限。税收对不同福利阶层和城乡地区的调节力度

存在异质性。就不同福利阶层而言，税收对中间

及以上福利阶层的调节较为显著，对中间偏下福

利阶层的作用不太明显；就城乡地区而言，税收

对城市家庭的调节力度高于农村。 

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政策建议   

如下： 

第一，从多维度持续关注经济不平等，强化

税收统筹设计。随着个人需求逐渐多元化，经济

不平等也表现在多个维度，治理经济不平等要有

全局观，需要统筹收入、消费和财产三个层面。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税制改革重

点在于结构性减税，通过建立完整政策链条，充

分发挥税收提升总体福利水平、优化收入分配的

治理功能，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第二，充分提高收入类税收的累进性，强化

公平调节功能。一是合理调整扣除标准和范围，

实行差异化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将专

项附加扣除标准与家庭收入结构、负担差异和地

区差异动态挂钩，进一步增强中低收入群体的获

得感；二是逐步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个税计算标

准，综合考虑家庭成员的收支情况，从微观层面

切实体现税收公平性原则；三是加强对城市地区

和中高福利阶层的调控，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控

力度，合理调节过高收入。 

第三，进一步完善消费类税收，助力消费优

化升级。一是降低基本消费品的税率，根据公共

产品的特性，合理设置优惠税率，最大程度缓解

中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有效保障其社会福

利，提高幸福指数；二是进一步扩大中高档、奢

侈劳务和服务的消费税征税范围，将高档会所消

费、高端旅游消费等纳入课税对象，增加高福利

阶层、高消费人群的税收负担。 

第四，重视对财产不平等的调控，规范和完

善财产税制度。一是推进房产税的立法和实施，

加强对财产持有和转让环节的课税力度，坚持国

家“房住不炒”的政策导向，重拳打击投机炒房

行为，为房地产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税收环

境；二是逐步扩大房产税的试点范围，由沪、渝

两地扩大至所有省会城市，最终实现在全国范围

内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 

第五，加强相关部门的密切协作，提高税收

征管力度。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搭建

税务、社保、住建与央行等多部门联动机制，实

现部门间信息联网共享，形成科学有效的征管体

系，进一步提升税收征管能力，切实降低征收成

本，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注释： 

 

① 2018 年 CFPS 数据已更新，但目前发布的数据中家庭资

产数据缺失较为严重，导致无法对经济不平等进行测

度，故本文未将 2018 年的数据纳入考察范围。 

② 由于原始数据有较多 0 值，故参考陆铭和陈钊的做法，

将原始数据加 1 后取对数。参见：陆铭, 陈钊. 城市化、

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 经济研究, 

2004(6): 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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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Chinese taxation system on family economic inequality 

 

LI Hua, CAI Qian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FPS database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 welfare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this study 

measures the economic inequality which is composed of such three dimensions as family income, 

consumption and property, reclassifies the tax system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onnotation of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analyzes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 and actual effect of tax regulation on economic inequa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current tax system has a significant regulatory effect on economic inequality, in 

which consumption tax is the most powerful, income tax is the second, and property tax is the last, and that 

the regulation of middle class and above welfare class is more significant, and the regulation of tax on urban 

familie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it is suggested firstly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economic inequality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and strengthen the overall tax design, secondly to 

fully increase the progressiveness of income tax and enhance the function of fair regulation, thirdly to further 

improve consumption tax and help optimize and upgrade consumption, fourthly to emphasize the regulation 

and control of property inequality, regulate and perfect the property tax system, and finally to strengthen the 

close coordination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improve the intensity of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Key Words: economic inequality; tax regulation system; income distribution; relative deprivation; social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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